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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系统 GMM 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徐 茉，陶长琪

( 江西财经大学 统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利用我国 1998—2013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

回归方法，验证了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门槛特征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全

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使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使产业结构

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同时依据双重环境规制门槛区间，对各地区双重环境规制资源配置状况进行

细分，发现呈区域差异性特征: 东部地区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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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前，我国进入“三期叠加”和“三重冲击”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红利消

失，如何适应新常态并平稳渡过调整期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同时，我国产业结构中环境

污染、结构扭曲、产能过剩等问题凸显，探索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合理化、高效化的新路径，有助于为

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也是我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1］。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不仅可以直接依

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以及创新驱动，还能够间接依托环境规制的力量实现。环境规制既包括正式环

境规制，也涵盖非正式环境规制，公众的环保意识、媒体的舆论导向、环保组织的势力都会影响企业的

污染行为，尤其对那些政府无法全面监管的中小企业，非正式环境规制便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基于

此，本文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捕捉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机制，并结合各省市环境

规制具体情况，寻找优化地区间环境规制资源配置的合理途径。
关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文献，大多数学者均证实正式环境规制有利于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2-3］。也有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钟茂初

等［4］认为正式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呈“U”型特征。梅国平等［5］表示环境规制与产业

结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有关正式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

素生产率的测算中进行考核。这些研究总体上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技术进步是

其主要动因［6-7］。二是单纯考虑正式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刘伟明等［8］证实正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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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支持“波特假说”的存在。Conrad 等［9］认为企业会将部

分财力用于污染治理，而不是扩大产出，这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
研究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主要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直接方面，张

学威［10］得出一产比重的降低和二产比重的升高，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胥爱欢［11］指出全要素

生产率在产业结构变迁中起重要推动作用。曾国平等［12］在研究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

系中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较为缓慢，但全要素生产率面对产业结构的冲

击却较为敏感。间接方面，于斌斌［13］主要探究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全要

素生产率对处于工业化阶段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城市化阶段地区的经济增长则需从产业结构

中获益。
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概念最早是由 Pargal 和 Wheeler［14］提出，当政府强制实施的正式环境规制措施

失灵时，将会出现许多社会团体，它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当地污染企业进行协商或谈判，以追求更

高的环境质量。Langpap 等［15］将美国公众对环境污染的诉讼案件视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

发现公民监管和公共监督在污水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Wu et al［16］认为地方政府为完成政绩，吸

引污染企业入驻以刺激经济增长，忽略环境保护，造成正式环境规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需

要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加入。
综上所述，首先，关于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文献较多，而研究产业结构如何作用

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较少，补充这部分内容，有利于更好的把握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实现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目标。其次，研究正式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较多，得出的结论也并

非具有一致性。这表明，引入正式环境规制，以使得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生变化，捕捉

这样的变化特征，有利于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现有文献关于环境规

制的研究，大多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忽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贡献，即公众、媒体以及环保组织的

作用，测度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有利于为各地区提供优化配置

非正式环境规制资源的新路径，从而进一步把握双重环境规制的全方位效应。
因此，本文利用我国 1998—2013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从双重

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验证了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门槛特征及空间差异性。与以往

文献相比，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做出拓展: 一是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从双

重环境规制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比较分析两者差异。二是建立正式环境

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区间，对我国各省环境规制情况进行细分，得出有效配置地区间环境规

制资源的政策建议。
二、双重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

环境规制包括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随着我国公民主人翁意识的增强，非正式环境规

制在环保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徐圆［17］认为，相比于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

污染治理的影响小很多，但依然直接有利于我国的工业污染治理。
( 一) 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路径

正式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途径: 一是正式环境规制提

高，加重了产业的生产成本，在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对要素的需求较少，驱使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造成

产业间的要素比例发生改变，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正式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会增加第三

产业的比重，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18］。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产业流向高生产率产业，带动了经

济整体生产率的提高［19］。二是正式环境规制增强，激发了创新补偿效应，影响了产业之间要素的融

合程度，这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发生变化。正式环境规制倒逼技术创新，促使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人

力、物力和技术，缩小要素间的契合程度，给予要素融合发展新高度。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结构和融合水平［20］。调控产业结构，可以降低经济增长的下滑程度，使经济增长

处于正常波动范围，并尽早回归长期稳定的发展轨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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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路径

( 二) 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路径

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作用于全要素生

产率主要基于以下三个主体: 一是以公民为主体，公

民的环保意识越强，对污染问题越关注，他们通过行

使对环境的监督权，对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监

管。如果该地区的污染水平超过了当地居民可容忍

的限度，居民会通过上访或者诉讼的方式，对当地污

图 2 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路径

染企业施加环保压力［22］。二是以媒体为主体，社会

舆论对污染事件的不断曝光，影响污染企业的信誉和

形象。企业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信誉，往往愿意牺牲

一定的自身利益用于污染治理［23］。三是以环保组织

为主体，它们通过与污染企业进行谈判或协商，以降

低居住地的污染水平。环保组织势力的强大，会对污

染企业的污染行为产生威慑作用［24］。上述三个主体

带领下的三条路径均会通过影响污染企业的行为选择，驱使产业结构向“生态化”调整，进而引导全要

素生产率向“绿色化”发展。
三、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

( 一) 模型设计

本部分主要验证在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是否存在? 两

者的作用路径和作用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鉴于经济变量本身具有时间上的惯性，因而采用动态

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双重环境规制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作为模型的核心变量，同时把其它影

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对相应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避免出现异方差和共线

性问题，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模型一: TFPit = λ i + γt + α1TFPit－1 + α2 lnTLit + α3 lnTSit + α4 lnEＲit· lnTLit + α5 lnEＲit· lnTSit +

α6 lnSIZEit + α7 lnPGDPit + εit ( 1)

模型二: TFPit = πi + φt + β1TFPit－1 + β2 lnTLit + β3 lnTSit + β4 lnINEＲit·lnTLit + β5 lnINEＲit·lnTSit

+ β6 lnSIZEit + β7 lnHUMit + τit ( 2)

其中，i 代表省份，t 表示时间，TFP 为全要素生产率，TL 和 TS 分别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

高级化，EＲ 代表正式环境规制，INEＲ 为非正式环境规制，SIZE 表示企业规模，PGDP 为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HUM 是人力资本水平，λ i、πi 以及 γt、φt 分别是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τit为随机扰动项。
( 二) 变量及数据说明

1． 变量选取

( 1) 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EA) 中的曼奎斯特指数( Malmquist Index) 进行计

算。产出变量为全国各省的实际 GDP，以 1998 年的价格为基期，调整各年名义 GDP，投入变量为固定

资产存量和劳动力，其中，固定资产存量参照张军［25］的处理方法，依据永续盘存法，折旧率为 9. 6%，

劳动力选取三产从业人数表征。根据 Fare［26］的思路，对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进行测

度。同时，借鉴程惠芳等［27］文献，假定基年 1998 年的 TFP = 1，1999 年的 TFP 等于 1998 年的 TFP 乘

以 1999 年的 Malquist 指数，其他各年份的计算方法以此类推。
( 2) 产业结构: 主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进行量化，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① 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变化，是一种对产业结构的横向度量，用产业结构合理

化水平表示，参考的是干春辉等［28］修正的泰尔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TLi = ∑
n

i =
(

1

Yi )Y (ln
Yi /Li )Y /L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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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表示产值，L 表示劳动力，i 表示省份，TL = 0，意味着产业结构最为合理，偏离于 0，表示产业结

构处于不合理状态。
②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三次产业自身是否向“服务化”发展的趋势，即各产业向着更高级的方向

迈进，是一种对产业结构的纵向度量，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表征。此指标参照付凌晖［29］的做法，定义产

业结构高级化如下: 首先依据三次产业将 GDP 划分成三个部分，每一部分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作

为其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从而形成一组三维向量 X0，则 X0 = ( X1，0，X2，0，X3，0 ) ，之后分别计算 X0 与

产业由低向高层级排列构成的向量 X1 = ( 1，0，0) 、X2 = ( 0，1，0) 、X3 = ( 0，0，1) 形成的夹角 θ1、θ2、θ3 :

θ j =





arccos
∑
3

i = 1
( xi，j·xi，0 )

(∑
3

i = 1
x2i，j )

1 /2·∑
3

i = 1
x2i，0 ) 1 /




2

j = 1，2，3 ( 4)

进而，得到产业高级化的计算公式为:

TS = ∑
3

k = 1
∑

k

j = 1
θ j ( 5)

TS 的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 3) 正式环境规制，采用的是单位污染物的投资治理支出额，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利用工业 SO2、

废水以及固体废物排放量的累加作为总污染物排放量的衡量指标 WＲit，各省各年的污染治理投资为

IVit，则环境规制的计算公式为:

EＲit =
IVit

WＲit
( 6)

单位污染物的治理投资支出越高，表明环境规制越严格。
( 4) 非正式环境规制: 公民、媒体和社会团体均需依靠公民的力量实现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

力。因此，本文借鉴 Pargal 和 Wheeler 的方法，采用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以及年龄结构指

标，并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合并为一个指标，用于反映各地区公民的综合素质，以体现非正式

环境规制的强度。各指标具体解释如下: ①人均收入。一般情况下，地区收入水平越高的公民，越会

关注该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对高质量居住环境的需求也更为强烈。文章采用我国各省城镇平均工

资水平加以表征。②受教育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环保意识较强，对当地环境质量关注较高，

与污染企业的沟通能力较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地的污染治理。文章选取各地区大专以上受教

育水平的比重表示。③人口密度。地区的人口密度越高，遭受环境污染伤害的人数就会越多，参与环

境保护的人数就会增加。文章基于各省年末人口总数与各地区面积之比衡量人口密度。④年龄结

构。青年群体更加注重污染问题，积极性较高，如果该地区青年人群占比较大，那么当地公民参与环

保组织的比率将会提升。文章选用 15 岁以下人口比重代表年龄结构指标。
( 5) 企业规模: 由于我国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干预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直接有效。

因此，某一行业中国有企业规模越大，则政府政策的干预效果越显著，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
本文采用各地区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与企业数目的比值，即企业规模，来衡量我国政府干预水平。

( 6) 人均生产总值: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不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采用人均 GDP 作为控制变量，以反映各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也相对越高。
( 7) 人力资本: 考虑到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能够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在控制变量中纳

入人力资本因素，处理方法参照 Barro 和 Le［30］。
人均受教育年限 = a1 * 6 + a2 * 9 + a3 * 12 + a4 * 16 ( 7)

其中 a1、a2、a3 和 a4 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人口的比例。
2．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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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数据的有效性和可取性，文章选取 1998—2013 年全国 30 个省市( 西藏除外) 数据进行分

析，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指标缺失的数据依据前后年份的数据进行补充完善。
( 三) 模型结果

在进行面板模型回归之前，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避免伪回归问题。一阶差分后的

序列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序列为平稳序列，具体结果见表 1 所示。

表 1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 检验 IPS 检验 ADF 检验 PP 检验

ΔTFPit － 25. 9951＊＊＊ － 19. 4037＊＊＊ 370. 976＊＊＊ 454. 518＊＊＊

Δln( TLit ) － 16. 447＊＊＊ － 12. 2593＊＊＊ 248. 754＊＊＊ 282. 696＊＊＊

Δln( TSit ) － 29. 8699＊＊＊ － 21. 6654＊＊＊ 413. 56＊＊＊ 720. 264＊＊＊

Δln( EＲit ) － 16. 5078＊＊＊ － 15. 5887＊＊＊ 303. 61＊＊＊ 392. 789＊＊＊

Δln( INEＲit ) － 23. 7816＊＊＊ － 18. 4727＊＊＊ 356. 363＊＊＊ 384. 223＊＊＊

Δln( SIZEit ) － 11. 7862＊＊＊ － 10. 5727＊＊＊ 218. 348＊＊＊ 306. 358＊＊＊

Δln( PGDPit ) － 7. 446＊＊＊ － 5. 3346＊＊＊ 122. 979＊＊＊ 131. 388＊＊＊

Δln( HUMit ) － 26. 1621＊＊＊ － 22. 9663＊＊＊ 436. 182＊＊＊ 513. 48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由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样本数据为非平稳序列，这里采用 Pedroni 方法进行协整检验。Pedro-
ni［31］指出，相比于其他检验统计量，Panel ADF 的检验效果较好。因而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统计量通过

检验，即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动态协整关系，可用于面板回归分析。

表 2 协整检验

统计量名称 检验值 统计量名称 检验值

Panel v － 6. 0089 Group rho 7. 6288
Panel rho 5. 4039 Group PP － 23. 0656＊＊＊

Panel PP － 15. 7744＊＊＊ Group ADF － 0. 9406*

Panel ADF － 1. 9382＊＊

由于模型中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容

易造成内生性，估计系数发生偏误，因而采用系统

矩估计( SYS-GMM) 的方法进行测算，Hansen 检验

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设置合理，检验值的 P 值表

明均接受原假设，即模型设计合理。产业结构的

合理化和高级化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这意味着国家对产业结构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整，有利于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以下就

模型中产业结构的异质效应展开具体分析。
( 1) 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是存在的，具体体现在正式环境规制

使得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负向影响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双重

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即正式环境规制的经

济效应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和调整期才能逐步激发出来，在正式环境规制尚未达到一定额度之前，它会

抑制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然而，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越高，意味着公民的环保素养

越高，越渴望高质量的居住环境，相应地，当地环保组织也会更加积极，具有更大的实力和影响力，与

污染企业协商或谈判的能力越强、效果越佳，同时，媒体的频繁曝光也会影响企业的信誉和形象，对那

些长期依赖市场融资的企业来说，会影响它们的治污选择［32］;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日益合理化和高级

化，企业自身也会自我约束，减少污染，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 2) 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分析

地方政府干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该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的原本目的是促进要

素流动，产生集聚效应，然而我国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缓解财政压力，更多地倾向于干预要素

流向，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不利影响。正如江

飞涛等［33］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体现出强烈的干预市场的特点，带

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色彩。人均 GDP 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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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但结果并不显著，这表明人力资本并非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因素。

表 3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TFPit TFPit

TFPit － 1 0. 2178＊＊＊ ( 5. 55) 0. 1010＊＊＊ ( 15. 02)
ln( TLit ) 0. 0413＊＊＊ ( 2. 90) 0. 0078* ( 1. 78)
ln( TSit ) 1. 4941＊＊ ( 2. 12) 1. 8327＊＊＊ ( 5. 37)

ln( EＲit ) ·ln( TLit ) － 0. 012* ( － 2. 02)
ln( EＲit ) ·ln( TSit ) － 0. 0295＊＊ ( － 2. 25)
ln( INEＲit ) ·ln( TLit ) 0. 0124＊＊＊ ( 6. 62)
ln( INEＲit ) ·ln( TSit ) 0. 0062* ( 1. 54)

ln( SIZEit ) － 0. 0164( － 1. 18)

ln( PGDPit ) 0. 0382* ( 1. 95)
ln( HUMit ) 0. 0034( 1. 21)

C － 0. 8( 1. 05) － 1. 1321＊＊＊ ( － 3. 03)

Hansen 检验 29. 57( 1. 000) 25. 04( 1. 000)

注: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的值，Hansen 检验括号内为相应 p 值。

四、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

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上文已经验证了引入双重环境

规制会使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

产生异质效应，这给下文研究以新

的启发: 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应该满足

一定的规制条件，过紧或过松的规

制强度可能均不利于产业结构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刺激效应。即双重环

境规制可能存在若干个门槛，当规

制未达到一定门槛水平时，产业结

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刺激效应并不

显著，而当规制跨越门槛的限制之

后，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刺

激效应才会显现出来。因此，本文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探索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

机制，鉴于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强度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污染治理程度等因素的不同

而存在差异，就此考察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空间异质性。
( 一) 面板门槛模型的设定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是否成立，文章采用 Hansen［34］提出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首先，在对面板模

型内生性检验的基础上，对全国 30 个省市的双重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进行估计和显著性检验，确定门

槛值并进行门槛回归。对于一个特定的门槛值，将会构成不同的分段门槛区间，当门槛变量位于不同

的门槛区间内，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即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最后，依据门槛区间，对地区环境规制情况进行

细分，定量分析环境规制强度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产业结构划分为横向和纵向

两个纬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视角，建立如下四个面

板门槛效应模型。
模型三: 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lnTFPit = θ1 + θ2TLit + θ3TSit + θ4TLit * EＲit ( EＲit ≤ q) + θ5TLit * EＲit ( EＲit ＞ q)

+ θ6 lnHUMit + θ7PGDPit + ωit ( 8)

模型四: 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lnTFPit = η1 + η2TLit + η3TSit + η4TSit * EＲit ( EＲit ≤ q) + η5TSit * EＲit ( EＲit ＞ q)

+ η6 lnHUMit + η7PGDPit + δit ( 9)

模型五: 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lnTFPit = 1 + 2TSit + 3TLit ( INEＲit ≤ q) + 4TLit ( INEＲit ＞ q) + 5 lnHUMit

+ 6 lnPGDPit + υit ( 10)

模型六: 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lnTFPit = ψ1 + ψ2TLit + ψ3TSit ( INEＲit ≤ q) + ψ4TSit ( INEＲit ＞ q) + ψ5 lnHUMit

+ ψ6 lnPGDPit + ξit ( 11)

( 二)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对各个门槛变量的单门槛、双门槛及三门槛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得到置信区间，结果如表 4、5
所示。由表 4、5 可知，正式环境规制均通过单门槛检验，模型五中 EＲ 的 F 统计量的值为 8. 45，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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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ootstrap-P 值为 0. 000; 模型六中 EＲ 的 F 统计量的值为 4. 966，相应的 Bootstrap-P 值为 0. 000。非

正式环境规制均通过单门槛、双重门槛、三门槛检验，其中，双门槛的模型效果最好，模型七中 INEＲ 的

双门槛 F 统计量的值为 12. 236，相应的 Bootstrap-P 值为 0. 000; 模型八中 INEＲ 的双门槛 F 统计量的

值为 12. 316，相应的 Bootstrap-P 值为 0. 000。因此，模型五、六存在单门槛效应，模型七、八具有双重

门槛效应。

表 4 门槛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门槛变量 EＲ EＲ INEＲ INEＲ
单一门槛 8. 450＊＊＊ ( 0. 000) 4. 966* ( 0. 000) 53. 980＊＊＊ ( 0. 000) 82. 314＊＊＊ ( 0. 000)

双重门槛 10. 199＊＊＊ ( 0. 000) 2. 639( 0. 333) 12. 236＊＊＊ ( 0. 000) 12. 316＊＊＊ ( 0. 000)

三重门槛 2. 257( 0. 667) 4. 087( 0. 333) 3. 468＊＊＊ ( 0. 000) 2. 602＊＊＊ ( 0. 000)

表 5 门槛值估计

门槛模型 门槛变量
门槛值 γ1 门槛值 γ2

估计值 置信区间 估计值 置信区间

模型五 EＲ 0. 597 ［0. 402，1. 999］
模型六 EＲ 0. 597 ［0. 338，4. 930］
模型七 INEＲ － 0. 942 ［－ 0. 994，－ 0. 932］ 0. 388 ［0. 105，0. 784］
模型八 INEＲ － 0. 942 ［－ 1. 148，－ 0. 932］ － 0. 790 ［－ 0. 821，0. 784］

从表 6-1 可得，

产业结构对全要素

生产率的正式环境

规 制 门 槛 值 为

0. 597，当正式环境

规 制 尚 未 达 到

0. 597 时，其成本增

加效应显著，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当正式环境规制跨越 0. 597 的门槛限制之后，创新补偿效

应明显，有利于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在正式环境规制视角下，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呈

“U”型关系。由表 6-2 可知，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正式环境规制门槛值分别为 － 0. 942 和

0. 388( － 0. 79) ，无论是低于或高于门槛值，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在非正式环境规制

视角下，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起正向驱动作用。同时，上述两表均证实了动态面板模型中

得到的结论。

表 6-1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五 模型六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EＲ≤0. 597 － 0. 0527＊＊ ( － 2. 58) EＲ≤0. 597 － 0. 0317* ( － 1. 84)

EＲ ＞ 0. 597 0. 0315* ( 1. 71) EＲ ＞ 0. 597 0. 0039＊＊ ( 1. 98)

依据上述的门槛区间，对我国

各省环境规制情况进行细分，本文

将当地环境规制水平所处的区间在

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

用范围内认为“优”，反之，则为“非

优”，具体细分如表 7 所示。
对于“双优”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协调驱动，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产业结构向着

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向前进。这是因为这些省份经济发达，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扶持，拥

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激发正式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和非正式

环境规制的“污染约束”效应，引导产业结构内部要素调整和外部整体升级，促进地区经济的健康

发展。

表 6-2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七 模型八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门槛区间 估计系数
INEＲ≤ － 0. 942 0. 0224( 0. 16) INEＲ≤ － 0. 942 0. 2784* ( 1. 39)

－ 0. 942 ＜ INEＲ≤0. 388 0. 4582＊＊＊ ( 3. 75) － 0. 942 ＜ INEＲ≤ － 0. 790 0. 3287* ( 1. 64)
INEＲ ＞ 0. 388 0. 1712* ( 1. 35) INEＲ ＞ － 0. 790 0. 3634* ( 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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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依据门槛区间各地区的分组情况

正式环境规制( 优) 正式环境规制( 非优)

非 正 式 环 境 规
制( 优)

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

非 正 式 环 境 规
制( 非优)

福建、山东、湖北、
广东

河 北、山 西、内 蒙 古、辽
宁、吉 林、黑 龙 江、安 徽、
江西、河 南、湖 南、广 西、
海南、重 庆、四 川、贵 州、
云南、陕 西、甘 肃、青 海、
宁夏、新疆

对于“单优”组，一部分是优非正式

环境规制组，这些地区的普通民众对环

境问题格外敏感，密切关注污染与自身

健康之间的联系，媒体的舆论导向也使

得公众获取更多污染信息，环保组织对

污染企业的讨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污染问题的恶化。合理有效地提高

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撬动产业

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另一

部分是优正式环境规制组，这些地区依靠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实现对产业结构的倒逼机制，完成产

业结构改革和产业发展模式转变。同时，增强公众环保意识，壮大环保组织力量，为驱动全要素生产

率的增长提供新动力。
对于“双非优组”，我国大部分省份落入其中，且典型是以资源消耗和重工业生产为主，主要依赖

对自然资源的挖掘和粗加工，以及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工业来发展经济，难以逃出资源制约的

怪圈，被锁定在价值链的最低端，加之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较低，且规制手段单一、组织数量较少以及

公众监管制度不完善，“双重压力”使得产业结构无法释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刺激效应。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不仅包括正式环境规制，还涵盖非正式环境规制，随着我国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非正

式环境规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 1998—2013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

型和门槛回归方法，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出发，验证了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效应、门槛

特征及空间差异性，得出如下结论。
( 1) 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即无论是横向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纵向维

度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均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表明改革产业结构中的结构趋同、减少产业

结构中的资源浪费、优化配置产业结构中的过剩产能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着合理化和高级化迈进。
( 2)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效应和门槛特征。正式环境规制

使得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其有正向影响; 同时，在正式环境规制

门槛条件下，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特征，这表明，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

促进作用需要依赖正式环境规制更大强度的刺激。而在非正式环境规制门槛条件下，产业结构水平

越高，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

的刺激作用越强。
( 3)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这意味着，各地区

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两者有机结

合，找出地区间环境规制资源合理配置的新路径。
综述所述，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产业结构对全

要素生产率会产生异质效应，即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低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激发产业结构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刺激效应，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需要依赖更高强度的正式环境规制;

而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有助于释放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推动

作用。同时，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以

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①制定差异化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充分激发和利用正式环境规制通过产业

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潜力，必须依据各省份环境污染程度以及规制资源配置状况，实行差异化

的环境规制强度，政府应将控制型规制工具与激励性规制工具有效结合，促进规制手段的多样化。②
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公民环保意识淡薄、环保活动参与率低、环保组织

弱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在我国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事件的爆发和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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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非正式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方面的作用开始显现。政府应鼓励非正式环境规制力量的壮大，引

导公民积极参与环保组织，监督和监管企业的污染行为。③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步伐。完

善产业发展政策，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增强产业间的协调度，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制造业高端

化，促进服务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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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Environmental Ｒegul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System GMM and Threshold Model
XU Mo，TAO Changqi

( School of Statist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By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13 of our country and the method of dynamic panel model and
threshold regression，this paper verified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resh-
old characteristic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from the of view of the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t turned out t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promot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kes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while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
ity． Furthermore，on the basis of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reshold range and the regional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
each resource allocation situation，it finds out that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eastern region is generally superior to the
center and west regions．

Key words: du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ystem GMM; threshol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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